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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累积犯的法理

———以污染环境罪为中心

张志钢

　　内容提要：累积犯由德国学者库伦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其原型出自水污染犯罪，
如今已拓展到对自然环境和人为制度等集体法益的保护。单独的累积危险行为不会产生

法益侵害，也不具有法益侵害的具体危险或抽象危险，这使得累积犯突破了传统危险犯的

结构而成为刑法最为极端的扩张形式。累积性侵害产生于大量行为真实的累积效应。累

积犯并不必然违背罪责原则，但在责任自负原则下，累积犯的责任归属只能是个别性的。

个别性责任归属的关键，在于确定累积危险行为。在立法上，累积犯采用标准化的行为模

式，确切地说是诉诸行政性标准实现适度的犯罪化。累积犯集中于环境犯罪和经济犯罪

领域，具有强烈的行政从属性，因而可视为现代刑法行政（法）化的重要表现。我国刑法

中，既有自发地适用累积犯的有益实践，也存在不少亟待澄清的错误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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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钢，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

所谓累积犯，是指单个行为基于事实上的原因，对于所保护的法益不能产生损害，但

如果类似行为大量实施最终会导致法益侵害，因而有必要对该行为予以禁止。〔１〕 累积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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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累积犯（Ｋｕｍ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ｌｉｋｔ）的概念由德国学者库伦于１９８６年首倡，并于１９９３年进一步完善。参见Ｋｕｈｌｅｎ，Ｄｅｒ
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ｓｅｒｆｏｌｇｄｅｒｓｔｒａｆｂａｒｅｎＧｅｗｓｓｅｒｖｅｒｕｎｒｅｉｎｉｇｕｎｇ，ＧＡ１９８６，３８９；Ｄｅｒｓ，Ｕｍｗｅｌｔ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ＡｕｆｄｅｒＳｕｃｈｅｎａｃｈ
ｅｉｎｅｒｎｅｕｅｎＤｏｇｍａｔｉｋ，ＺＳｔＷ１０５，１９９３，６７９。中文文献中，对德文Ｋｕｍ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ｌｉｋｔｅ的译法并不统一。大多数
学者译作累积犯，比如，［德］乌尔里希·齐白：《预防性刑法的发展》，王钢译，载［德］乌尔里希·齐白著：《全球

风险社会与信息社会中的刑法：二十一世纪刑法模式的转换》，周遵友、江溯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庄
乾龙：《论虚拟空间刑事法网之扩张与克制———以〈网络诽谤解释〉为背景的分析》，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

（总第３８卷第２期），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我国台湾地区的文献，如钟宏彬著：《法益理论的宪法基础》，元照出
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版。也有个别学者翻译为蓄积犯，例如，黎宏：《法益论的研究现状和展望》，《人民检察》
２０１３年第７期。还有的翻译为累加犯，如熊琦：《刑法教义学视阈内外的贿赂犯罪法益———基于中德比较研究
与跨学科视角的综合分析》，《法学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６期。本文遵从多数译法。



旨在说明为何要处罚那些孤立地看既不会侵害法益，也不会对法益造成具体危险和抽象

危险的行为。〔２〕 如所周知，抽象危险犯在例外的情形下可能无法益侵害的危险，这已使

其正当性饱受质疑。〔３〕 累积犯中的单个行为一般不具有法益侵害危险的构造，使得累积

犯取代抽象危险犯成为法益保护最为极端的扩张形式。〔４〕

在我国刑法学中，累积犯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说熟悉，是因为累积犯的概念

在近几年的文献中屡有出现；说陌生，是因为累积犯大多只是在讨论刑法扩张时作为典型

示例被附带提及。这些附带性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危险犯的传统二分，或者

将累积犯定位为具体的危险犯，〔５〕或者直接认为累积犯不属于危险犯范畴，不宜将其放

入危险犯的内部分类；〔６〕二是对累积犯正当性存在疑虑。有学者认为处罚累积犯中的单

独行为之“理论基础是脆弱的”，〔７〕也有学者认为累积犯属于集体责任，这与刑法中的责任

自负原则无法共存。表现为，如果认为刑法应维持个人责任原则，累积犯的概念就没有存在

的余地；如果认为刑法要运用累积犯的构造维护集体法益，就必须放弃个人责任原则。〔８〕

不过仅仅止于现象性的示例难以一窥累积犯的全貌，在此基础上的立场表态难免夸大

累积犯与刑法传统原则的冲突，从而忽视或否定累积犯之于危险犯教义学的重要意义。在

此背景下，对累积犯的应用也就难得要领。例如，有学者尽管从累积犯有违刑法中个人责任

原则应限制适用出发，在实际运用中却反而将累积犯扩张到保护个人法益的诽谤罪，甚至

把盗窃、敲诈勒索等罪名中数额累计相加的情形也当作累积犯的适例。〔９〕 为澄清理论上

对累积犯的误解，纠正实践中对累积犯的误用，系统研究累积犯的法理十分迫切和必要。

一　累积犯的提出与发展

（一）累积犯的提出

１．累积犯的原型

库伦（Ｋｕｈｌｅｎ）于１９８６年以水污染犯罪为原型首倡累积犯的概念。〔１０〕 水污染犯罪规
定在德国《刑法》第３２４条第１款中：“未经许可污染水域或对其品质作不利改变的，处５
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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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Ｋｕｈｌｅｎ，Ｄ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ｓｅｒｆｏｌｇｄｅｒｓｔｒａｆｂａｒｅｎＧｅｗｓｓｅｒｖｅｒｕｎｒｅｉｎｉｇｕｎｇ，ＧＡ１９８６，３９５，４０１。
对抽象危险犯的质疑是，在行为客观上无法益侵害危险的情形，行为人只剩下单纯的不服从，这与刑法中责任原

则相矛盾。

比如，黎宏教授即指出，抽象危险犯是“现行法益论体系下的极限类型”。参见黎宏：《法益论的研究现状和展

望》，《人民检察》２０１３年第７期，第１５页。
参见姚贝、王拓：《法益保护前置化问题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２８页。
参见王永茜：《论现代刑法扩张的新手段———法益保护的提前化和刑事处罚的前置化》，《法学杂志》２０１３年第６
期，第１３０页。
参见姚贝、王拓：《法益保护前置化问题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３１页。
参见王永茜：《论现代刑法扩张的新手段———法益保护的提前化和刑事处罚的前置化》，《法学杂志》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参见庄乾龙：《论虚拟空间刑事法网之扩张与克制———以〈网络诽谤解释〉为背景的分析》，载赵秉志主编：《刑法

论丛》（总第３８卷第２期），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６８页。
参见Ｋｕｈｌｅｎ，Ｄ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ｓｅｒｆｏｌｇｄｅｒｓｔｒａｆｂａｒｅｎＧｅｗｓｓｅｒｖｅｒｕｎｒｅｉｎｉｇｕｎｇ，ＧＡ１９８６，３８９，３８９ｆ。
《德国刑法典》（２００２年修订），徐久生、庄敬华译，中国方正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６０页。



在环境刑法中，理论通说拒绝一元的个人法益论，也不接受纯粹的生态法益论，主张

折中的生态———人类导向法益论。〔１２〕 这种法益观也呈现在立法理由中：“刑法中的环境

保护不应仅仅局限于防止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免受环境的威胁，也必须将那些人类生存的

基本条件纳入保护，诸如作为人类生活空间之组成部分的水、空气、土壤，且肯定对生态利

益的保护也是法益。”〔１３〕在折中法益论下，一般认为水污染罪是实害犯。实际上，为了保

护个体法益而将某个犯罪归类为抽象危险犯，与为了保护集体法益而将某一犯罪规定为

实害犯，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具体到水污染犯罪，既可以从保护个人的生命、健康法益的

角度将之解释成抽象危险犯，也可以从保护自然资源水域这一集体法益免受污染出发将

之理解为实害犯。〔１４〕

实践中对“水污染”的认定，一方面，不要求“水”必须是整个水域，只要是一小片特定

的水域就够了；另一方面，“污染”只要求排污行为导致水质的自然状态发生坏的变化或

者影响水资源之客观利用可能性，即污水排放行为只要引起“水质变坏”就充分了。〔１５〕 这

种做法使得破坏环境媒界而间接产生的个人法益之侵害危险，在确认污染行为之不法内

涵时逐渐被边缘化。〔１６〕 从日常生活经验也不难发现，“水质变坏”通常不会对水资源的生

态功能造成侵害，甚至连抽象危险的程度也不及。换句话说，在司法实践中，该当水污染

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通常就是那些对水资源之生态功能无危险的污水排放行为。这表

明水污染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已经突破了犯罪结构的传统三分（实害犯、具体危险犯、抽象

危险犯）。于此库仑提出了一种新的犯罪结构类型：累积犯。

实际上，以累积性思维解释特定罪名并非肇始于库伦。德国刑法学者洛斯（Ｌｏｏｓ）早
在１９７４年为乃师威尔采尔所撰写的祝寿论文中，就将贿赂罪视为“危险行为的累加有可
能最终导致侵害”，以区别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抽象危险犯，即个别公务人员的单个犯罪

行为尚不足以侵害行政机构的职能。不过，如果现实中政府机关经常发生腐败案件，对于

行政机构的职能就会产生重大且可观的危险。〔１７〕 就此而言，贿赂犯罪与水污染犯罪在事

理结构上是类似的，诚如库伦所言，将贿赂犯罪称作“大众危险犯”还是累积犯，只是用语

不同而已。〔１８〕

２．累积性侵害

与累积犯概念对应的是由美国刑法学者范伯格所提出的累积性侵害概念（ａｃｃｕｍｕ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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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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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参见Ｓａｌｉｇｅｒ，Ｕｍｗｅｌｔ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２０１２，Ｓ．１２ｆｆ。
ＢＴＤｒｓ．８／２３８２，９ｆ．
参见［德］乌尔里希·齐白：《全球性网络犯罪的管辖权》，周遵友译，载［德］乌尔里希·齐白著：《全球风险社会

与信息社会中的刑法：二十一世纪刑法模式的转换》，周遵友、江溯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４１页。
参见ＯＬＧ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ＮＪＷ１９８７，３２３（３２４）；ＯＬＧＫｏｅｌｎＮＪＷ１９８８，２１１９（２１２０）；Ｋｕｈｌｅｎ，Ｄ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ｓｅｒｆｏｌｇｄｅｒ
ｓｔｒａｆｂａｒｅｎＧｅｗｓｓｅｒｖｅｒｕｎｒｅｉｎｉｇｕｎｇ，ＧＡ１９８６，３９４，３９９ｆ；Ｓｃｈｍｉｔｚ，ｉｎ：ＭＫ，２．Ａｕｆｌ．２０１４，Ｖｏｒ§３２４Ｒｎ．２８。
参见古承宗：《环境风险与环境刑法之保护法益》，《兴大法学》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第２２２页。
参见Ｌｏｏｓ，，，ＺｕｍＲｅｃｈｔｓｇｕｔ“ｄｅｒＢｅｓｔｅｃｈｕｎｇｓｄｅｌｉｋｔｅ，ｉｎ：ＦＳＷｅｌｚｅｌ，１９７４，Ｓ．８７９ｕｎｄ８９１ｆ。对此，库伦颇为无奈
地指出，洛斯将贿赂犯罪称为“大众犯罪”，但没有人对贿赂犯罪的危险犯构造在法治国的层面提出质疑。参见

Ｋｕｈｌｅｎ，Ｕｍｗｅｌｔ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ＡｕｆｄｅｒＳｕｃｈｅｎａｃｈｅｉｎｅｒｎｅｕｅｎＤｏｇｍａｔｉｋ，ＺＳｔＷ１０５，１９９３，６９７，７２２Ｆｎ．１２３。在罗克辛那
里，贿赂犯罪被视为抽象危险犯的类型之一。参见Ｒｏｘｉｎ，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ＡＴ，４．Ａｕｆｌ．，２００６，§１１，Ｒｎ．１６０ｆ。
参见Ｋｕｈｌｅｎ，Ｕｍｗｅｌｔ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ＡｕｆｄｅｒＳｕｃｈｅｎａｃｈｅｉｎｅｒｎｅｕｅｎＤｏｇｍａｔｉｋ，ＺＳｔＷ１０５，１９９３，６９７，７２２。



ｔｉｖｅｄａｍａｇｅ）。〔１９〕 累积性侵害是指由群体行为而引起的侵害，但群体中任何个人的行为自
身不足以引起侵害。〔２０〕以大气污染为例，如果一个城市只允许一辆汽车行驶，那么汽车

尾气的排放对于大气的侵害不值一提；即使一百辆汽车会威胁空气质量，也不足以达到大

气污染的临界值，但是介于微量尾气排放与数以百万计的汽车尾气排放之间，一定存在某

个临界点。对于最后的累积性侵害后果而言，并非任何单独的个人行为所能造成。向河

水中排放有害废物导致特定水域污染的情形，同样如此。

尽管累积犯概念产生于１９８６年，时间上稍晚于１９８４年提出的累积性损害概念。但从
文献中无法看出前者受到后者的影响，即便在累积犯概念提出７年后的１９９３年，库伦也多
作为补强论据才援引洛斯“大众危险犯”的概念。这说明对累积危险行为的处罚在世界各

国的实践中已普遍存在，至少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的环境犯罪领域即是如此，库伦以水污
染犯罪为原型提出累积犯，范伯格认为累积性侵害的典型例子是空气污染和水污染。〔２１〕 一

言以蔽之，累积犯与累积性侵害是面对相同问题而平行发展的在功能上相当的两个概念。

（二）累积犯的拓展

对累积犯的适用范围做出实质性拓展的是德国刑法学者黑芬戴尔（Ｈｅｆｅｎｄｅｈｌ）。
他主张累积犯除了特别适用于生态法益的保护外，也适用于对制度信赖法益的保

护。〔２２〕 对制度信赖法益的保护，多体现在经济刑法中，确切地说是对经济生活制度的保

护。〔２３〕 比如，伪造货币罪是为了保障货币的流通功能与公共信用，内幕交易罪所保护的

法益是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

为了说明累积犯的运作模式，黑芬戴尔将心理学、生物学等学科中的阈值概念引入刑

法。在污染环境犯罪中，“因为环境破坏往往是由小型污染累积而成，单一的污染规模相

较于环境媒界的广袤和自净能力而言，通常小到可以忽视，因此既无实害亦无危险，然而

若同类行为被大量从事，超过某程度之后便会突然爆发灾情”。〔２４〕 这里的“某种程度”即

指累积犯的阈值或临界点。

此外，在对制度信赖的保护中，阈值将信赖法益简单地切分为信赖与不信赖。如果公

众对制度信赖，就会将行为决策或行为模式交由制度来决定。虽然我们有时不免会对制

度失望，但是如果尚未累积至绝望即失去“信赖”的程度，并不影响行为决策与行为模式

的选择。就此而言，信赖的多或少对阈值而言并无意义。面对生活的多变性，人们只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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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是否达到临界值，就能决定行为模式。由信赖的这种特性也可知，侵犯制度信赖的犯罪

多是累积犯。〔２５〕

以伪造货币罪为例，孤立地看，假币制造或流通的行为通常会对个人的财产利益产生

侵害，但不会影响公众对货币公共信用的信赖。如果将国家的货币发行量比作一个大的

蓄水池，假币的制造和流通犹如往蓄水池中排放污水。我国目前货币投放量已超过百万

亿元，即便伪造货币数量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也很难撼动对货币支付功能与公共信用

的信赖，遑论对整个经济有效运行的侵害。但如果不禁止这类行为，这些微量危险行为的

大量出现，就会影响货币的流通功能以及公众对货币公共信用的信赖。

二　累积犯的结构与意义

（一）累积犯的特殊结构

１．突破了传统危险犯的结构

众所周知，根据犯罪行为对构成要件所保护法益的影响，犯罪结构通常被划分为实害

犯、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三种类型。〔２６〕 在规范的意义上，行为与法益之间的关联性

从实害犯经具体危险犯到抽象危险犯也越来越松弛。在普通的抽象危险犯中，该当构成

要件的行为通常具有法益侵害的危险性。而在累积犯的构造中，该当构成要件的行为通

常不具有法益侵害的危险———单独的行为与法益侵害间的关联甚至连抽象的危险也不需

要。〔２７〕 如此，在累积犯的构造中，行为与法益侵害之间的关联在累积犯中成为多余的了。

换句话说，累积犯已经突破了危险犯的传统构造。

在实害犯、具体危险犯、抽象危险犯概念的传统三分中，具体危险犯的结构与实害犯

类似，其行为不法与实害犯相同。在结果不法方面，具体危险犯要求法益陷入具体的危险

状态，至于危险状态是否转化成实害则取决于运气。就此而言，具体危险犯对结果不法的

要求要远远高于未遂犯，处罚未遂犯的正当性并不存在疑问。〔２８〕 在刑法理论中，具体危

险犯也被称作危险结果犯，与实害结果犯相对应。

相较于实害犯要求法益侵害的结果、具体危险犯要求法益侵害的危险结果，抽象危险犯

不需要结果不法。因而抽象危险犯的处罚根据只能诉诸行为不法。易言之，行为不法成为

国家刑罚权介入的唯一正当根据。这就对抽象危险犯的行为方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２９〕

抽象危险犯该当构成要件行为具有典型性危险，行为人一旦实施该当构成要件的行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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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对该行为的后续发展失去控制———即制造了风险。

累积犯与抽象危险犯的差别不在于规范层面，而在于事实层面。具体而言，在规范的

层面，两者都不要求行为与法益侵害的危险之间存在现实性的因果关系，即在规范的层面

均为立法者所拟制的危险，因而两者都内含个案中行为人的行为对于所保护的法益没有

危险的情形。不过在事实层面，无法益侵害危险的情形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势：于抽象

危险犯是例外，于累积犯则是常态。

由此，决定累积犯立法的诸因素中重要的是行为的大数量而不再是个别行为的侵害程

度，而相当程度的典型性危险却是设立抽象危险犯在事实层面或统计学意义上的核心要求。

相应地，该当抽象危险犯构成要件的行为不需要结合其他因素通常就具备了行为不法，而

单个累积危险行为需要结合他人的行为才可能产生侵害。正如库伦所特别指出，在传统

或普通的抽象危险犯中，单独的行为即足以产生抽象的侵害，但累积犯的内涵是：如果不

禁止这类行为，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现实中存在着大量这类行为实施的危险。〔３０〕

２．事实基础在于 “真实的累积效应”

不少累积犯的反对者认为，所谓类似行为的大量实施最终会导致法益侵害，其背后的

逻辑无非是“假如人人如此行事，结果会怎样”。最常见的例证是：午夜时分一个人在大

街上吹口哨的影响微不足道，但当所有人都在大街上吹口哨，噪音就是无法容忍的，这时

候难道需要动用刑罚处罚那些在大街上吹口哨的人么。〔３１〕

毋庸置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处罚深夜在大街上吹口哨的行为都是异常荒

谬的。不过，“假如人人如此行事，结果会怎样”的思维，错误地把“类似行为大量实施最

终会导致法益侵害”仅仅视为是纯粹的逻辑推理，而没有看到累积犯也考虑到现实生活

中对他人行为的预测。处在后工业时期的当代立法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污水排放行为

要比在大街上吹口哨的行为更为普遍。近年来环境灾难频频发生，时时警醒我们累积性

损害随时可能出现。而深夜在大街上吹口哨的例子完全不同，即便不禁止此类行为，无聊

至斯者也当寥寥无几，因而也就没有禁止此类行为的必要。

在累积犯的构造中，如果不禁止特定行为，就会对他人实施类似的行为具有现实性影

响，对立法者设定累积犯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现实性影响，通常被称作 “真实的累积效

应”。“真实的累积效应”在功能上是累积危险行为与结果之间欠缺侵害性因果关系的等

价物或实质替代物。〔３２〕 比如，在伪造货币罪中，“弄来昂贵的设备和材料之后，通常不会

只印一张就结束，而是大量伪造或变造，最终当作诈欺的工具使用，且因为货币的流通性，

不限地点、时间与对象。若是伪造货币的被害人，也有可能将收到的伪币再流通出去；伪

币不会只被使用一次，也不会只有一个被害人。因此，可以认定伪造货币行为，对于货币

信赖（的丧失）而言有真实累积的可能性，处罚伪造货币的行为也能有效避免累积效应的

发生……”〔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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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如果缺乏“真实的累积效应”，就没有将此类行为犯罪化的必要性。范伯格

也持相同看法，他指出，“要是人人都这么做（如以拳头解决纠纷）”的假定，最直接的反驳

就是，“即使法律允许，也不是‘人人’都会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事实上，我们可以想象

最合法无害的行为，如走到邻近的杂货店买东西，如果所有人都去这家商店买东西，那里

势必会陷入一片混乱。因此，用这个理由反对该行为的实施是很不充分的，尤其当我们可

以合理地确信不仅不是‘人人’，甚至不是很多人会这么做，就更不能以此为理由将这一

行为犯罪化了。”〔３４〕

（二）累积犯的体系意义

１．体系定位

累积犯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即便是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库伦，在不同时期对累积犯的

定位也不尽相同。在第一个阶段，库伦于１９８６年提出累积犯伊始，颇为果断地将累积犯
视为独立于抽象危险犯的犯罪类型，即“累积犯不是抽象危险犯”。〔３５〕 但到了１９９３库伦
对“累积犯不是抽象危险犯”的表述已经弱化，他指出，并非一定要将《刑法》第３２４条称
作累积犯，将其称作“特殊类型的抽象危险犯”亦无不可，〔３６〕此为第二阶段。到了２０１５年
即第三阶段，库伦则明确指出德国《刑法》第３２４条的水污染犯罪，同第３０６条ａ加重纵火
罪一样，“不仅是结果犯，也是抽象危险犯”。〔３７〕

库伦于不同时期的不同表述，是否意味着其观点的重要转变呢？答案是否定的。事

实上，把累积犯看作与抽象危险犯对应的独立犯罪类型，还是将其视为抽象危险犯的子类

型，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抽象危险犯。如果从抽象危险犯的反面定义———该当构成要件

的行为，既不需要法益侵害，也不需要法益侵害的具体危险———来看，通常不具有或仅具

有微小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当然属于抽象危险犯。如果从抽象危险犯的正面描述，以抽

象危险犯该当构成要件的行为具有典型性危险出发，累积犯因通常是那些不具有或仅具

有微量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它与抽象危犯就是对立的。

如果我们将反面定义的抽象危险犯称为广义的抽象危险犯，将正面描述的抽象危险

犯，也即我们所通常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抽象危险犯，称为狭义的抽象危险犯。〔３８〕 那么，

累积犯在犯罪结构类型中的定位，就可用下表表示。

表：累积犯的体系定位

犯罪结构类型

实害犯

危险犯

具体危险犯
（广义的）抽象危险犯

（狭义或传统的）抽象危险犯 累积犯 其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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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Ｋｕｈｌｅｎ，Ｕｍｗｅｌｔ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ＡｕｆｄｅｒＳｕｃｈｅｎａｃｈｅｉｎｅｒｎｅｕｅｎＤｏｇｍａｔｉｋ，ＺＳｔＷ１０５，１９９３，６９７，７１６ｆ．Ｆｎ．９３。
参见［德］Ｋｕｈｌｅｎ：《全球风险社会中的食品安全刑法》，许恒达译，《高大法学论丛》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１８１页。
类似的看法，参见王皇玉：《论危险犯》，《月旦法学杂志》２００８年第１５９期，第２３５、２３９页。



２．累积犯之于危险犯体系的意义

如上所述，我们说累积犯突破危险犯的传统构造，所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狭义上）的

抽象危险犯。抽象危险犯的反面定义尽管在形式逻辑上是周延的，也可以将累积犯涵括

在内，但反面排除的方式存在两方面的弊端：一是其本身暗含着以结果不法为本位的思

维，即抽象危险犯不具有结果不法，它既不需要法益侵害的结果，也不需要法益侵害的危

险结果；二是抹杀了广义上抽象危险犯内部的差异及其在教义学上的意义。

可以说，这种以结果实害犯为逻辑起点的思维，有意无意地造成了刑法理论对抽象危

险犯的漠视乃至敌意态度。这从危险犯在刑法理论中由“继子”到“宠儿”的身份转换就

不难发现。具体而言，抽象危险犯在刑法中的一般发展历程，通常是立法先行，司法实践

紧随其后，末了才是刑法理论的反应。对此，德国学者许?曼曾感慨道：“……从传统结

果犯转变成抽象危险犯……只能够赞叹立法者利用立法机制，一开始在没有任何刑法学

术的引导之下，即发展出抽象危险犯。”〔３９〕只是随着抽象危险犯在立法和司法中的狂飙突

进，理论研究无法继续局限于纯粹逻辑性的推导，而需要转向实践操作层面的归纳。在归

纳中，逐渐认识到抽象危险犯内部并非整齐划一，而只有“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家族相似

性”〔４０〕。上述黑芬戴尔以累积犯作为保护信赖法益的犯罪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即打破了

对抽象危险犯的封闭性认识，使我们意识到，传统意义上的抽象危险犯，并非保护集体法

益的唯一类型，因而危险犯应进一步类型化。〔４１〕

在抽象危险犯类型化的方向上，德国刑法学者沃勒斯（Ｗｏｈｌｅｒｓ）分别将具体危险性犯、
累积犯与预备犯作为风险制造的三种类型。〔４２〕 尽管这三种类型均非沃勒斯所首创，〔４３〕

但他从犯罪结构的角度为危险犯的系统化做出了突破性贡献。除此之外，还有德国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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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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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许?曼：《批判德国刑法学思潮》，载许玉秀、陈志辉合编：《不疑不惑献身法与正义———许?曼教授刑事法

论文选集》，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６年版，第７３页。
ＷｏｎＨａＡｈｎ，ＺｕｒＤｏｇｍａｔｉｋ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ｒＧｅｆｈｒｄｕｎｇｓｄｅｌｉｋｔｅ，１９９５，Ｓ．１３１．
参见Ｈｅｆｅｎｄｅｈｌ，ＫｏｌｌｅｋｔｉｖｅＲｅｃｈｔｓｇüｔｅｒ，２００２，Ｓ．１６８ｆｆ。
参见Ｗｏｈｌｅｒｓ，ＤｅｌｉｋｔｓｔｙｐｅｎｄｅｓＰ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ｓｕｓｗ，２０００，Ｓ．３０５ｆｆ。
这三种犯罪类型中，除累积犯由库伦首倡外，具体危险性犯（ｋｏｎｋｒｅｔｅＧｅｆｈｒ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ｓｄｅｌｉｋｔｅ）由德国刑法学者希尔施
（Ｈｉｒｓｃｈ）提出。在希尔施那里，具体危险性犯是与抽象危险性犯（ａｂｓｔｒａｋｔｅＧｅｆｈｒ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ｓｄｅｌｉｋｔｅ）相对应的犯罪类
型。希尔施认为，通行的观点将危险犯（Ｇｅｆｈｒｄｕｎｇｓｄｅｌｉｋｔｅ）二分为具体危险犯（ｋｏｎｋｒｅｔｅＧｅｇｈｒｄｕｎｇｓｄｅｌｉｋｔｅ）和
抽象危险犯（ａｂｓｔｒａｋｔｅＧｅｇｈｒｄｕｎｇｓｄｅｌｉｋｔｅ），并不准确。因为Ｇｅｆｈｒｄｕｎｇ本身就意味着特定法益陷入了具体的危
险状态，也即该术语固有“具体”之属性，当我们使用Ｇｅｆｈｒｄｕｎｇｓｄｅｌｉｋｔ时，原本就是指“具体”危险犯，因而也就
不存在所谓的抽象危险犯（ａｂｓｔｒａｋｔｅＧｅｇｈｒｄｕｎｇｓｄｅｌｉｋｔｅ）。其实，与（“具体”）危险犯（Ｇｅｆｈｒｄｕｎｇｓｄｅｌｉｋｔ）对应的
犯罪类型是危险性犯（Ｇｅｆｈｒ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ｓｄｅｌｉｋｔｅ）。所谓“危险性犯”，是指行为本身具有危险属性一类的犯罪。在危
险性犯犯罪类型下，可进一步区分为具体危险性犯与抽象危险性犯。详细论述参见 Ｈｉｒｓｃｈ，Ｇｅｆａｈｒｕｎｄ
Ｇｅｆｈｒ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ｉｎ：Ａｒｔｈｕｒ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ＦＳ，１９９３，Ｓ．５４５ｆｆ；有关中文介绍，也可参见蔡慧芳：《从危险理论论不能安全
驾驶罪》，台湾大学２０００年博士论文，第１９－２０页。希尔施的上述区分为齐尚和沃勒斯部分吸收，因而不应将
文中的具体危险性犯、抽象危险性犯简单等同于具体危险犯、抽象危险犯。至于这里的预备犯，并非那些处于犯

罪预备阶段的行为，而是后继犯。在后继犯中行为的潜在危险在于该行为的结果与他人的犯罪目标实现之间的

关联性。比如，德国《刑法》第１１１条的煽动他人实施犯罪活动罪。我国《刑法修正案（九）》通过第１２０条之三
增设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也属于后继犯。详细的说明，参见［德］乌尔里希·齐

白：《预防性刑法的发展》，王钢译，载［德］乌尔里希·齐白著：《全球风险社会与信息社会中的刑法：二十一世纪

刑法模式的转换》，周遵友、江溯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１１－２１２页。



学者齐尚（Ｚｉｅｓｃｈａｎｇ）关于抽象危险性犯、具体危险性犯、潜在危险犯、具体危险犯的分
类，〔４４〕以及罗克辛和许?曼师徒将抽象危险犯进一步区分为传统的抽象危险犯、以交通

领域为代表的大众行为、具有“精神化中介性法益”的犯罪以及抽象的适格犯，〔４５〕等等。

事实上，无论这些研究是否肯认累积犯，都无一例外需要处理累积犯问题。〔４６〕 这就足以

表明累积犯对传统危险犯体系的冲击和影响。

坦率地讲，我国刑法学目前在危险犯的问题上，大体上仍旧停留在危险犯中具体危险

犯与抽象危险犯传统二分的阶段。可喜的是，面对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已有学者开始

尝试以第三种独立的危险犯类型———适格犯或者准抽象危险犯———来解释相关罪名，并

试图打破危险犯的这种传统二分。〔４７〕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适格犯或准抽象危险犯仍旧脱

胎于抽象—具体危险犯，该称谓本身即说明了，这种危险犯类型仍处在危险犯传统二分的

光谱中。〔４８〕 至于将累积犯视为“具体危险犯”或“抽象危险犯之前阶”的观点，除了定位错

误之外，也依然是危险犯传统二分语境下的表述，自然无从认识到累积犯在教义学层面之于

（广义上）抽象危险犯体系化的重要意义。因此，为凸显累积犯之于广义上抽象危险犯体系

发展的意义，如无特别说明，下文中的抽象危险犯均指狭义的或传统意义上的抽象危险犯。

同时，为行文方便，下文也统一将该当累积犯构成要件的行为统称为“累积危险行为”。〔４９〕

三　累积犯的责任归属

（一）整体归责有悖于罪责自负原则

累积犯通常关涉到巨型风险的管理。巨型风险管理旨在实现未来的法益保护，它着

眼于系统性地预防未来的侵害。单独行为之于体系性的未来侵害，并不充分（甚至也不

必要），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联被潜在的危险性关联所替代。〔５０〕 因此，在规范意义上累积

性构成要件中所预设的结果由两部分组成：一方面是单独行为所引起的结果，另一方面

与大量类似的（他人）行为关联的部分结果。尽管结果的二分在逻辑上显而易见，但是

在面对具体的现实问题时，我们既无法弄清楚法益侵害的累积数量在何时是充分的即

多大数量的行为（于何时何地）会产生法益侵害，也不清楚应该依据何种标准确定临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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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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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Ｚｉｅｓｃｈａｎｇ，ＤｉｅＧｅｆｈｒｄｕｎｇｓｄｅｌｉｋｔｅ，１９９８，Ｓ．１９７ｆｆ，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ｓＳ．２０５。
参见Ｒｏｘｉｎ，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ＡＴ，４．Ａｕｆｌ．２００６，§１１，Ｒｎ．１５３ｆｆ。
从以上不同的分类也可间接发现，危险犯尤其是抽象危险犯的类型化和体系化尚未形成比较统一的意见，正如罗

克辛所说，危险犯的研究尚未获得最后的结论性意见。参见Ｒｏｘｉｎ，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ＡＴ，４．Ａｕｆｌ．２００６，§１１，Ｒｎ．１４６。
参见李川：《适格犯的特征与机能初探———兼论危险犯第三类型的发展谱系》，《政法论坛》２０１４年第５期；陈
洪兵：《准抽象危险犯概念之提倡》，《法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５期；从德国刑法学的角度对“第三类危险犯”的系
统梳理，参见黄礼登：《危险犯的第三类型探析》，载熊谋林主编：《光华法学》（第十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版，第９７页以下。
参见Ｒｏｘｉｎ，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ＡＴⅠ，４．Ａｕｆｌ．２００６，§１１，Ｒｎ．１６２ｆ；Ｓａｌｉｇｅｒ，Ｕｍｗｅｌｔ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２０１２，Ｓ．２４。也参见张
志钢：《摆荡于激进与保守之间：论扩张中的污染环境罪的困境及其出路》，《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６年第８期，第
８６－８７页。
“累积危险行为”的表述，参见郭智安：《累积危险行为于构成要件上的意义》，台湾大学２０１４年硕士毕业论文。
参见ＫｉｍＳａｎｙｕｎ，Ｋ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ｉｎｄｅｒ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ｎＲｉｓｉｋｏｒｅｇｕｌｉｅｒｕｎｇ，《龙谷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４号。



性条件。

如果基于便宜性的考虑对这两部分结果不加区分，也即将整体性结果直接归属给众

多行为中的某个个别行为，单独的累积危险行为与系统性的法益侵害之间的关联就只能

建立在他人（大量）行为的基础上。这种整体性的结果归责模式无非是要行为人为他人

的行为负责，但这是有悖于责任自负原则的。〔５１〕 与此同时，如果累积犯危险行为人需要

对与他人共同引起的整体结果负责，也会造成与刑法中共同犯罪“部分实行，全部责任”

的矛盾。共同犯罪的成立以犯意联络为前提，但这在累积犯中是缺乏的。单独累积性行

为，无法影响他人的行为，也无法控制他人的行为，如在污染环境犯罪中，各个污染者行为

往往彼此独立且相互区隔。因此，在累积犯中，单独的累积性行为人只能也只需要为自身

的行为和过错负刑事责任。〔５２〕

至于累积犯必然导致为第三人负责或者集体责任的疑虑，在此可以进一步澄清。以

污染环境犯罪为例。不可否认，污染者被处罚是因为其他人同时也在实施类似的行为，但

是污染者是因为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因为他人的行为才会被处罚，他人实施相同的行为只

是污染者实施该行为的背景而已。污染者会被处以刑罚，是因为他所实施的行为属于大

量累积会导致累积性侵害之列，是在预防累积性侵害视角下将之纳入刑事制裁范围

的。〔５３〕 此外，认为累积犯属于集体责任的观点，也大多主张微量法益侵害行为应该纳入

秩序违反法的领域并给予秩序罚（或行政罚）。〔５４〕 但应当注意到，罪责原则也适用于秩序

违反行为，秩序罚（行政罚）同样禁止行为人为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５５〕 所以，该观点

是无法贯彻到底的。

（二）个别归责的前提在于确定累积危险行为

在责任自负原则下，累积犯只能是个别性归责，也即将微量的个别结果归属于那些如

果大量实施就会在事实上产生巨型风险的个别行为。但这会即刻陷入另一困境：在以

“大数量”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无法弄清楚何种累积性行为应具有构成要件该

当性。〔５６〕

按照库伦的看法，在累积犯的构造中，结果的确定和最低限度问题取决于大量污染行

为所导致的水质变化会侵害水之生态功能。但库伦自己也坦诚，如果没有特定的禁止水

污染的行为规范，究竟多大数量的行为会最终损害水源之生态功能是不明确的，也无从确

定何时不太严重的污染会累积而成严重的污染。即便对累积危险行为的确定是可行的，

也难免会虚置最低限度条款的限制并进而导致过度犯罪化。〔５７〕 因为单独累积危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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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１，１９９３，ｐｐ．６９－７０。
参见 Ｈｅｒｚｏｇ，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Ｕｎ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ｕｎｄ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Ｄａｓｅｉｎｓｖｏｒｓｏｒｇｅ：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ｒＶｏｒｖｅｒｌｅｇｕｎｇｄｅｓ
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ｓｓｃｈｕｔｚｅｓｉｎｄｅｎＧｅｆｈｒｄｕｎｇｓｂｅｒｅｉｃｈ，１９９１，Ｓ．１４７。
参见Ｂｏｈｎｅｒｔ，ＫＫＯＷｉＧ，Ｅｉｎｌ．Ｒｄｎ．１１６；ＺｉｔｉｅｒｔＫｕｈｌｅｎ，Ｕｍｗｅｌｔ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ＡｕｆｄｅｒＳｕｃｈｅｎａｃｈｅｉｎｅｒｎｅｕｅｎＤｏｇｍａｔｉｋ，
ＺＳｔＷ１０５，１９９３，６９７，Ｓ．７１８Ｆｎ．１０７。
参见Ｚｉｅｓｃｈａｎｇ，ＤｉｅＧｅｆｈｒｄｕｎｇｓｄｅｌｉｋｔｅ，１９９８，Ｓ．１９７ｆｆ，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ｓＳ．２４４ｆ。
参见Ｓａｌｉｇｅｒ，Ｕｍｗｅｌｔ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２０１２，Ｓ．１１２。



不具有法益侵害的危险或仅具有微量的法益侵害。〔５８〕 大约在这个意义上，许?曼指出环

境犯罪领域对处理微罪的讨论是过度的。这是因为在财产犯罪中总是会反复出现但影响

不大的案件，但我们从不会借此就去质疑处罚财产犯罪的正当性，因而那些轻微侵害生态

法益的行为，完全可以像在通常情形下处理轻微犯罪的方式处理即可。〔５９〕

问题是，这种将作为累积犯之典型的环境犯罪理解成广义上的财产犯罪的做法，恰恰

忽略了累积犯的使命旨在解决因累积性侵害效应所产生的归属难题。尽管我们知道严重

的环境污染是因为大量的排污行为经长时间累积而成，但却无从知晓或无法确切知晓某

一特定行为对环境的具体作用方式。同时，基于环境资源之公共利用可能性，对环境的侵

害是由大量的不同且彼此独立的污染者之行为引起的，因而缺乏传统犯罪中单调的线性

因果关系。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从规范的角度将这种整体性风险或系统性的法益侵害

公平地回溯至每一个行为人。

此外，基于实用性与公平性的考虑，也不应只处罚某个越过阈值的行为———压倒骆驼

的最后一根稻草。首先我们很难在事实上证明是哪一特定气体排放行为致使大气污染的

浓度达到或超过阈值。即便可以确证也同样存在归责难题，即其他人也在同时排放有害

气体，而且不见得就比越过阈值的行为排放量小，只是因为其社会影响小（未达到阈值）

而未能引起关注。如果仅仅处罚达到阈值的行为人，就会引起强烈的、愤愤不平的替罪羊

心理：大家都如此，有的人甚至比我更过分，为什么偏偏只有我被惩罚。〔６０〕

对此，范伯格指出，引发公共利益累积性侵害的行为通常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１）达到公共利益侵害阈值需要众人的行为而且是持续性的“贡献”；（２）单个行为的贡
献量，是参差不齐的；（３）若非最终将侵害推至阈值，单独的贡献是“无害的”；（４）如若达
到阈值，就会侵害公共利益；（５）绝大多数（具有污染贡献的）行为，从其他角度看可能对
社会是有益的，如果一概绝对禁止，对社会整体是得不偿失的。就大气污染来说，立法者

只需将排放控制在累积性侵害阈值以下即可，对社会有价值的排放行为尽可能不予禁止。

因此，对于累积性侵害问题行之有效的解决之道，并非像反对杀人或入室盗窃的规则那样

模式化（只需单一的刑事禁令）即可，毋宁需要设立精致的规范制度，即由授权的相应部

门通过准许、撤回或吊销许可进行管理，以规则推进公平和效率。在此，刑法的作用是保

障性的，以补充性的刑事制裁为后盾，为这种专断性命令的执行保驾护航。〔６１〕

刑法这种保驾护航的角色，最为鲜明地体现在环境犯罪中“直接罚模式”与“间接罚

模式”的规定上。所谓间接罚模式，是指如果违反行政规制的标准即向其发出改善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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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美刑法中不少学者认为，累积性侵害超越了侵害性原则。根据侵害性原则，如果没有证据

表明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侵害后果发生或者实质意义上提高了侵害发生的危险，就不存在处罚的基础。参见 Ｐｅ
ｔｅｒＡｌｌｄｒｉｇｅ，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ｒｉｍｅｏｆＭｏｎｅｙＬａｕｎｄｅｒｉｎｇ，５Ｂｕｆｆ．Ｃｒｉｍ．Ｌ．Ｒｅｖ．，２７９，２００１，ｐ．３１７。即便如
此，在英美刑法中均不否认处罚累积危险行为之正当性。

参见［德］许?曼：《法益保护原则———刑法构成要件及其解释之宪法界限值汇集点》，载许玉秀、陈志辉合编：

《不疑不惑献身法与正义———许?曼教授刑事法论文选集》，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４７页。
参见［美］范伯格著：《刑法的道德界限———对他人的损害》（第一卷），方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５６页。
参见Ｆ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ｏｆＨａｒｍ，ｉｎｔｈｅＨａｓｔｉｎｇｓＣｅｎｔｅｒＲｅｐｏｒｔ，ｖｏｌ．１４，ｎｏ．３，１９８４，
ｐ．３０；也可参见［美］范伯格著：《刑法的道德界限———对他人的损害》（第一卷），方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版，
第２５６－２５７页。



令，在持续给予改善命令的情况下即予以刑罚处罚。比如，我国台湾地区“饮用水管理条

例”第１５条规定：“对于在水源区污染水质经制止而不理者，处一年有期徒刑、拘役或五
佰元以下罚金。”与“间接罚方式”相对应的“直接罚方式”则是指，若违反行政规制即直

接处以刑罚。在日本的环境法律、法规（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水质魼染防治法》）中设

定相应的排放标准，对故意或过失实施超标排放的企事业单位及其直接责任者，执法机关

可以不经法院审判直接对其处以相应的拘役或者罚金。〔６２〕

库伦也持类似看法。他主张累积犯中该当构成要件的行为可链接至行政法上所规定

的标准，也即由行政机关划定容许风险的边界。〔６３〕 诚如范伯格所指出的那样：“当法律希

望禁止一个累积性损害，如污染，它就必须清楚地知道如何描述损害公共利益的那个行

为，而且他能够禁止的也仅是那个行为。……若无法说清楚该由哪些行为对损害负责，就

无法在立法之前决定哪些行为因其损害后果而应被禁止。”〔６４〕因而累积犯的关键在于累

积危险行为的设定，而确定累积危险行为需要诉诸行政性标准。这便对累积犯的立法提

出了特殊的要求。

四　累积犯的立法模式与边界

（一）累积犯的立法模式

如上所述，累积犯属于（广义的）抽象危险犯。（广义的）抽象危险犯不具有“结果不

法”因而其处罚根据只能诉诸“行为不法”。这使得（广义的）抽象危险犯范畴中的各种类

型具有了立法上的共同点：立法者专断性地设立标准化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

方面：（１）无法期待行为人能够控制结果不发生的复杂领域，如法庭证人无法自行决定其
证言的重要性。在纵火的情形，也无法依赖个人判断或控制损害的后果；（２）大众行为参
与者的行为决断，取决于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只有标准化的行为模式才有可能使参与者做

出相似的决定，如公共交通领域；（３）孤立地看微量风险行为通过累积即可引起较大的风
险，鉴于累积性侵害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因此这些微量危险行为也属于应避免的标准化

行为，如往河里倾倒汽油，一两次没事，但若是很多次的累加，最终就会导致河流的污

染。〔６５〕 在这些领域中，违反标准化的行为模式本身即意味着逾越被法所容许的风险。简

言之，规范的逾越即意味着（成立不容许的）危险。

在前两种（即放火、交通领域）传统抽象危险犯中，该当构成要件的类型化行为在统

计学意义上具有典型的危险性。以醉驾行为为例，在现实生活中单独的醉驾行为本身即

可能导致他人生命、健康或者重大财产法益侵害，因而无需借助于他人行为即可单独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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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罚的方式属于刑法还是行政法范畴，在日本刑法中尚存争议。因为，从处罚程序来看类似于行政处罚，但拘

役和罚金却属于刑罚种类，故有“似刑非行”之谓。参见冷罗生著：《日本公害诉讼理论与案例评析》，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５７－３５８页。如下文指出，直接罚模式是刑法行政（法）化最为极端的表现。
参见Ｋｕｈｌｅｎ，Ｕｍｗｅｌｔ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ＡｕｆｄｅｒＳｕｃｈｅｎａｃｈｅｉｎｅｒｎｅｕｅｎＤｏｇｍａｔｉｋ，ＺＳｔＷ１０５，１９９３，６９７，７１７ｆ。
［美］范伯格著：《刑法的道德界限———对他人的损害》（第一卷），方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５１页。
参见Ｊａｋｏｂｓ，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ＡＴ２．Ａｕｆｌ．，１９９３，６．Ａｂｓｃｈｎ．Ｒｎ．８６ａ。



行为不法。在这些犯罪中，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在事理上，行为与法益侵害都存在直接的

关联，因而可称之为直接的危险犯。而累积危险行为的特殊性在于，在累积至门槛以前，

边际利益侵害是微小的、甚至不会造成任何侵害。〔６６〕 换句话说，这些微量的危险需要长

期积累方可能产生（统计学意义上）法益的侵害或危险。所以，累积危险行为的危险是潜

在的。在这个意义上，累积犯是间接的危险犯。

累积犯在事实层面的上述特殊性，对立法者设计累积危险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方面，立法者要注意到累积危险行为是仅具有微量风险制造的行为，它“并不是以禁止

足以导致损害的风险为规范内容，而只是禁止一种微量风险创造，这种微量风险只有和与

行为人无沟通可能性之他人的微量风险贡献累加，才会成为有侵害适格的风险”。〔６７〕 另

一方面，如上文所述，累积犯并非是要绝对地禁止所有可能具有累积性危险的行为。以污

染环境犯罪为例，环境刑法并非致力于绝对的环境保护，也绝非是要禁止一切污染环境的

行为。实践中环境保护的目标要谦抑得多，它只是根据特定的目标设定界分允许的环境

污染行为和不允许的环境污染行为。〔６８〕

在实践层面能够满足这两方面要求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只能是将累积危险行为的设

定委之于行政标准。事实上与累积犯集中于环境犯罪和经济犯罪领域相一致，累积犯大

都具有强烈的行政从属性。这是因为行政标准的设定既可以确保法秩序的统一性，同时

基于环境和经济领域的专业性和动态性，也适宜授权行政机关适时灵活做出处理。

于此，有学者将累积犯视为“刑法行政（法）化”，由仅仅处理那些个别性过往行为所

造成侵害的刑法，转变为应对未来巨型风险的惩罚性之行政法。具体而言，随着后现代社

会交通、税收、环境、麻醉品等领域中大批量行为方式的出现，现代刑法不仅吸收行政法的思

维方式，而且转向传统上由行政法所管理的部分领域，成为广义上行政法的组成部分。在这

些领域中，对于刑法来说越来越重要的是行为的大数量，而不是单个行为的侵害程度。〔６９〕

（二）累积犯的边界

从刑法扩张角度来看，累积犯超越传统的抽象危险犯，成为刑法扩张的极端形式。传

统抽象危险犯与秩序违反行为之间是流动性的，处在抽象危险犯扩张延长线上的累积犯

与秩序违反行为之间的区分就更加困难。最极端的情形体现为日本刑法中直罚制“似刑

非行”的规定：两者的标准压根就是重合的！〔７０〕 从这个角度来看，累积犯既关涉行政处罚

（或秩序罚）与刑罚的分界问题，也涉及刑法扩张的边界问题。

所以，在以“大量行为”“真实的累积性效应”证明累积犯正当性的基础上，累积犯也

应兼顾刑法的最后手段性与合比例性原则。基于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应考虑适用行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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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郭智安：《累积危险行为于构成要件上的意义》，台湾大学２０１４年硕士毕业论文，第１３１页。
周漾沂：《风险承担作为不法阻却事由》，《中研院法学期刊》２０１４年第１４期，第１７７页。
参见Ｋｕｈｌｅｎ，Ｕｍｗｅｌｔ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ＡｕｆｄｅｒＳｕｃｈｅｎａｃｈｅｉｎｅｒｎｅｕｅｎＤｏｇｍａｔｉｋ，ＺＳｔＷ１０５，１９９３，６９７，７０９ｆ。
参见ＳｉｌｖａＳáｎｃｈｅｚ，Ｄｉ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ｄｅｓ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ｓＫ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ｉｎ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ｌｅｎ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２００３，Ｓ．７４，６７ｆｆ。
现代刑法在应对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犯罪和经济犯罪等所隐藏着的重大风险时，其功能由事后惩罚法转向事

前预防法的宏观背景下，同刑法和其他法域或法律部门之间的边界模糊化（即法域融合）是一致的。参见［德］

乌尔里希·齐白著：《全球风险社会与信息社会中的刑法：二十一世纪刑法模式的转换》，周遵友、江溯等译，中

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作者自序第４页。



罚（秩序罚）是否足以将特定领域的累积性侵害控制在阈值之下，如果行政处罚即可预防

累积犯侵害的发生，则不应适用刑罚。在合比例性原则的层面，则应当在将累积性侵害控

制在阈值范围的前提下，一方面考虑限缩行为规范的数量以尽可能容忍某些累积危险行

为的存在，通过设置无所不包的构成要件将累积危险行为数量降低为零，既无必要也不可

行。另一方面，对累积危险行为适度的制裁，也即法网严密化的过程中刑罚处罚的减轻。

比如，德国在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５年期间，污染环境犯罪案件中被判处自由刑的比例稳定在
２％—３％之间，而且只在个别的情形被判处６个月以上的自由刑。〔７１〕 从我国司法实践来
看，污染环境罪被判处的刑罚绝大多数也是３年以下有期徒刑。〔７２〕 在我国目前的刑罚结
构语境下，对污染环境罪的处罚也是相对轻缓的。这也表明在事后惩罚性刑法转向事前

预防性刑法的过程中，伴随着法网严密化和刑罚介入前期化的是刑法角色的转变。正如

魏根特教授所言：“它不再像严厉的父亲，除仅就个别严重悖逆他的行为给予粗暴的惩罚

外，放手让他去自行安排生活，而更似一位悉心的母亲，一位不断规劝的陪伴者。”〔７３〕

五　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累积犯视角的分析

（一）学理上对累积犯的两个误解

累积犯的概念近年来方引入我国，因而有意运用累积犯解决具体问题的情形有限，但

即便在不多的应用中误解也不少，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累积犯与累计犯的混用。基于我国刑法定量的立法模式，在一些犯罪中存在

数额与情节的规定，因而实践中就可能存在犯罪数额累计计算的问题。对于数次行为之

犯罪数额的累计计算，不适用数罪并罚而以一罪处断的处理，理论上多称之为累计犯。〔７４〕

在受贿数额需要累计（积）计算的意义上，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受贿犯罪是累积犯”。〔７５〕

在“犯罪数额累计计算”的意义上，将受贿犯罪称为累积犯还是累计犯，无关宏旨。不过

考虑到累积犯是危险犯的类型，累计犯属于罪数问题，两者面对的是不同领域的刑法教义

学问题，因而仍有区分的价值和必要。贿赂犯罪之所以被看作属于危险犯意义上的累积

犯，其原因在于如果大量贿赂行为的存在，最终会侵害社会公众对国家职务行为的信赖和

政府的公共信用。将累积犯与累计犯区分开来，一是这并不妨碍受贿犯罪因是数额犯衍

生而来之累计犯的定位；二是也可以克服传统理论的尴尬———以破窗理论要求对贿赂犯

罪零容忍的同时，却存在着受贿与行贿的特定数额限制。至于将多次盗窃、多次敲诈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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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Ｍ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ｅ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ｓｅｚｕｍＶｏｌｌｚｕｇｄｅｓＵｍｗｅｌｔ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ｓ，ＺＳｔＷ１００，１９８８，１１２，Ｓ．１３９ｆｆ。
参见晋海、王颖芳：《污染环境罪实证研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１９８份污染环境罪裁判文书为样本》，《吉首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１７页。还有学者指出，在成立污染环境罪的２９６例裁判文书中，有２８２
例司法裁判（或径直以所含有害物质超出国家允许排放限量的三倍为依据，或径直以排放、倾倒、处置的数量为

依据，或径直以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方式为依据）在量刑上是３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参见
石珍：《污染环境罪的微观透视———以２９６例裁判文书为分析对象》，《人民司法》２０１５年第９期，第１６页。
Ｗｅｉｇｅｎｄ，Ｗｏｈｉｎｂｅｗｅｇｔｓｉｃｈｄａｓ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ｅｕｎｄ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ｓｔｅｎｄｅｎｚｅｎｉｍ２１．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ｉｎ：ＦＳＦｒｉｓｃｈ，
２０１３，Ｓ．３０．
参见于阜民：《“累计犯”与“连续犯”的法律适用辨析》，《检察日报》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１日第３版。
参见陈兴良：《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刑法教义学的阐释》，《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７７页。



等“数额的累积相加”视为累积犯之应用的看法，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另一方面，误把后继犯当作累积犯。２０１３年“两高”通过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
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２条第１项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
点击、浏览次数达到５０００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５００次以上的，属于构成诽谤罪的
“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是我国刑法首次有意借鉴累积犯理论，具

有重要启发意义。其理由在于：“承担刑事责任者可能只实施了部分诽谤行为，但他却要

对其他人的转发、点击、浏览行为承担责任。该司法解释作此规定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可

以把其他人的行为看成是诽谤者实施诽谤行为的影响后果；另一方面可以解决行为者本

人单独实施诽谤行为不构成犯罪，但在其他人实施转发等加工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无法追

究刑事责任的问题。”〔７６〕

应当说，上述分析对司法解释内容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但其分析却恰恰表明，解释

所针对的情形并非累积犯，而是后继犯。之所以不构成累积犯，是因为诽谤罪的成立，通

常只需单个的“捏造损害他人名誉事实”行为就可以对个人的法益产生侵害，无需借助他

人的同类行为即可实现。至于他人对“捏造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即诽谤信息）”的点击、

浏览和转发等行为是传播行为，与捏造事实的行为并非同一类型。之所以这种情形属于

后继犯，是因为网络诽谤行为最终是否产生法益侵害，“不仅仅取决于行为人做了什么

事，也取决于行为人所做的事情会引发其他人的行为：即行为人的行为催生或帮助了直接

的危害行为”。〔７７〕 基于相同的原因，其所讨论的网络技术帮助犯，同样不是累积犯而是后继

犯。因为网络技术帮助行为“客观上存在被他人多次使用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可能”。〔７８〕

（二）以累积犯解读污染环境罪的司法实践

如上所述，累积犯概念源于实践，是对实践的提炼与总结，或者说累积犯的实践往往

独立于或先于概念而存在。这同样体现在我国污染环境犯罪的实践中。

如所周知，《刑法》第３３８条污染环境罪的适用，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概括条款“严
重污染环境”的内容。〔７９〕 为此，２０１３年６月８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２０１３年解释》）第１
条将“严重污染环境”细化为１４项具体情形。《２０１３年解释》第１条后９项基本沿袭了重
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内容，该条扩张污染环境罪适用范围的关键集中在前５项。这５项规
定是：（１）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
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２）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３）非
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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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庄乾龙：《论虚拟空间刑事法网之扩张与克制———以〈网络诽谤解释〉为背景的分析》，载赵秉志主编：《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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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乾龙：《论虚拟空间刑事法网之扩张与克制———以〈网络诽谤解释〉为背景的分析》，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

丛》（总第３８卷第２期），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７５页。
参见张志钢：《摆荡于激进与保守之间：论扩张中的污染环境罪的困境及其出路》，《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６年第８期，
第８８－８９页。



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

的；（４）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
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５）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
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

对此，有学者正确地指出，这５项“根据污染物排放地点、排放量、超标程度、排放方式
以及行为人的前科等，增加规定了几项认定‘严重污染环境’的具体标准，实现了对污染

环境的‘行为入罪’”。〔８０〕 也有学者对《２０１３年解释》第１条第５项规定提出质疑，因为污染
环境罪中所要求的 “严重污染环境”是结果要件，而不是行为要件，因此，《２０１３年解释》第
１条第５项中所规定的仅仅是“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
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并不意味着造成了“严重污染

环境”的结果。即便存在“两年内曾经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也只表明行为多次实施

了污染环境的行为，并不代表其行为造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所以，该解释“不仅

没有区分行为和结果，而且直接取消了结果要素，显然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８１〕

然而，单就逻辑层面而言，该观点就无法贯彻到底。如果上述反对理由成立，也应否

定《２０１３年解释》第１条前４项的规定。仅以第４项为例，该项与第５项的规定相同，也
只是规定了“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

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即便基于打击面的考虑，对行为方式都进行了

特别的限定，但同样不意味着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

其实从前５项所规定的内容来看，实质上就是《２０１３年解释》所明确的污染环境的累
积危险行为。如上所述，累积危险行为的确定通常诉诸相应的行政标准，比如“直接罚模

式”和“间接罚模式”。相较而言，间接罚模式要比直接罚模式多一次“行政处罚”的缓冲，

而第５项“两年内存在两次行政处罚”的限定模式比“间接罚模式”又多了一次“行政处
罚”的缓冲（此外，两次行政处罚也存在两年时间条件的限制）。这符合累积危险行为的

设立源于但通常高于行政标准的要求，有助于适当收缩打击面，符合刑法谦抑原则。

《２０１３年解释》第１条前４项对“污染物排放地点、排放量、超标程度、排放方式”的特别限
定，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尽管上述观点正确地指出，多次污染环境的行为不代表“严重

污染环境”结果，但也绝不意味着这样的处理直接取消了“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要求（最

低限度条件）。事实上，在环境污染犯罪中，基于环境法益的抽象性以及“严重污染环境”

的概括性，（通过禁止特定行为实现）有效的环境保护与刑罚的必要性（最低限度门槛即

“严重污染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污染环境犯罪中永远存在。而累积犯的理论则有

助于清晰地说明或缓和这种紧张关系。一方面是以大量行为真实的累积性效应取代行为

与法益侵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与最低限度门槛协调，强化行为标准的明确

性，弥补累积危险行为于行为不法层面的不足。〔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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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海松、马剑：《从３２件到１６９１件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情况分
析》，《中国环境报》２０１６年４月６日第００５版。
参见张明楷：《简评近年来的刑事司法解释》，《清华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８１－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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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宏观背景下，“两高”于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通过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２０１６年
解释》）。随着该解释于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的施行，《２０１３年解释》同时废止。但这并不影
响本文的上述分析。这是因为，《２０１６年解释》之第１条所列举的“严重污染环境”的１８
种具体情形，除了沿袭《２０１３年解释》所列举的１４种具体情形外，也“积极适应环境污染
犯罪的新动向，拓展刑法的适用范围”，〔８３〕继续贯彻《２０１３年解释》所确立的对污染环境
“行为入罪”的激进基调。比如，《２０１６年解释》将《２０１３年解释》第１条第３项中的重金
属区分为重点防范的重金属（铅、汞、镉、铬、砷）和兼顾防控的重金属（镍、铜、锌、银、钒、

锰、钴），并分别按照超标３倍和１０倍的标准入罪，这分别体现在《２０１６年解释》第１条的
第３项和第４项中。〔８４〕 重金属排污标准的设定及其细化，既呈现出累积犯之强烈的行政
从属性特征，也体现了累积犯借助标准化行为模式实现适度犯罪化的运行机理。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ｏｆｆｅｎｃｅｓｗａｓ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３０ｙｅａｒｓａｇｏｂｙＧｅｒ
ｍａｎｓｃｈｏｌａｒＫｕｈｌｅｎ．Ｉｔｓ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ｉｓｗａｔｅｒ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ｃｒｉｍｅ，ｂｕｔｉｔｓｓｃｏｐｅｏ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ｓｎ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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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海松著：《环境资源犯罪实务精解》，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３６页。
参见周加海、喻海松：《〈解释〉起草人怎么解释〈解释〉？———〈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环境报》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８日第００５版。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铊、锑属于兼顾防
控的重金属，但因为其强烈的放射性，《２０１６年解释》仍旧按照超标３倍的标准入罪。




